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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职能与影响

王　尔　春

[摘　要] 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禁奢禁贪 、维持京畿治安 、

关注国计民生等方面 ,而这些职能是与其监察权限息息相关的 ,但又远非其监察权限所能涵盖

得了的 ,所以我们在注意其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不应忽视其中潜在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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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校尉是汉代国家监察官 ,身负中央监察和地方监察双重任务。本文仅就其经济生活中的职能

做一总结 ,以期再现汉代官制发展的某些特点 。

一 、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职能

司隶校尉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第一个职能是对官员经济犯罪行为的纠举与弹劾 。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纠举官员生活中的“淫逸”“骄奢” 。奢侈淫逸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到一定时期必然出现

的生活状态。在一定范围内 ,封建君主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为了防范官员觐觎君权而故意以优

厚待遇使其沉沦 、使其丧志。后世宋主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也最能体现封建君

主的心病所在。但是 ,如果官员受控力度比较大的时候 ,君主当然也会关注国家正常运作所需要的社会

风气 。“上行下效” ,官员的生活状态自然成为规范社会生活的首要关注点 ,而且很多时候 ,官员的过度

奢侈实际是触动了皇帝敏感的神经 。西汉成都侯王商先是因病向皇帝借住明光宫 ,后又“擅穿长安城” ,

引沣水灌注府内池塘来行船。成帝见了 ,心里很不痛快 ,史载:“意恨 ,内衔之 ,未言。”后来成帝微行私

访 ,又观得曲阳侯王根的住宅“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 ,终于大怒 。司隶校尉与京兆尹因为监管不力而受

谴责 ,罪名是“阿纵不举奏正法” 。而成帝对二侯的作为分别定性为“擅穿帝城”“骄奢僭上”[ 1](第 4025

页)。一个 “帝”字 、一个“僭”字 ,表明这种生活状态不仅仅是“奢”的问题而是摸了“龙须”的问题。之

后 ,成帝于永始四年下诏明令司隶校尉“察不变者” ,不变者指的就是世俗的“奢侈罔极 ,靡有厌足”
[ 1]
(第

324-325 页)。到了东汉章帝建初年间 ,司隶校尉梁松奏举特进马防 、马光 、马廖 、马廖的儿子豫“多买京师

膏腴美田 ,作大庐 ,近带城郭 ,妨困百姓” ,其着眼点在“奢华”
[ 2]
(第 433 页);东汉桓帝延熹年间 ,司隶校尉

刘祐在任 ,当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 ,每至界首 ,辄改易舆服 ,隐匿财宝”[ 3](第 2199 页),怕的就

是司隶校尉对其奢侈淫逸进行纠举 。其实 ,司隶校尉对官员生活中的奢侈行为进行纠举在设立不久即

存在:元帝时期诸葛丰“案核”侍中许章“奢淫不奉法度”后 , “欲奏其事 ,适逢许侍中私出” ,于是“举节诏

章” ,想抓捕。虽然由于元帝袒护 ,象征权力的节杖被收回 ,诸葛丰也由此受贬[ 1]
(第 3249 页)。但司隶校

尉这种纠举权的存在终究是事实 ,只不过依皇帝意志 ,时抓时不抓而已 ,当然这种“时与不时”很大程度

上以触没触犯皇帝至尊地位为限。至于政局混乱 、皇权旁落 ,那又另当别论了。

第二种情况是举奏官员“聚敛”“辜榷”的不法行为 。“聚敛”“辜榷”就是搜刮财货 ,换言之 ,就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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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之便利或地位之显赫 ,非法取得经济收益 。与贪污受贿相比 ,其行径更为张狂 、为害也更大 ,因为它

造成的是大范围的混乱与惶恐 ,因而对其处置较贪污受贿应该更为严厉。事实也确实这样。东汉时期 ,

笔者所掌握的两则史料都表明封建君主对此类行径的不能容忍 。桓帝延熹八年 ,司隶校尉韩演举奏中

常侍上蔡侯左悺和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 ,聚敛为奸 ,宾客放纵 ,侵犯吏民” ,左悺 、左称畏罪自

杀
[ 3]
(第 2522 页);灵帝光和二年 ,中常侍黄门令王甫让门生在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 ,被告发 ,司隶

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其子 ,后王甫父子死于狱中[ 3]
(第 1786 , 2526 页)。我们知道 ,桓灵时期正是东汉两次

党锢之祸发生时期 ,外戚与士大夫集团正处于劣势 ,宦官当权 。左悺是诛杀外戚梁冀有功而受封的“五

侯”之一;王甫是矫诏诛杀外戚窦武和太傅陈蕃的首要人物 。但司隶校尉却能举奏有效并使这几个宦官

集团的重要人物都知罪名难逃 ,可见“聚敛”“辜榷”之罪非同一般 。其实 ,聚敛波及面太广 、影响太坏 ,而

且造成这样的后果得有赖于一个集团 ,左悺 、左称以及他们的宾客 ,王甫父子以及他们的门生实际上就

是这样的集团 ,发展下去 ,可能就是“结党营私”的罪名了 ,这才是封建君主最害怕的事情 ,因而桓帝 、灵

帝处置他们才会如此不遗余力 。

第三种情况是弹劾官员“脏罪” 。脏罪就是官员贪污受贿之罪。贪污受贿达到一定程度会扰乱封建

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这是其一。其二 ,贪污受贿尤其监守自盗侵害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因

此“脏罪”在封建国家统治正常状态下是不容忽视的 。西汉元帝时期 ,丙显任职太仆十余年 , “与官属大

为奸利 ,脏千余万” ,司隶校尉昌查验后进行弹劾 ,与他罪合一 ,定性为“不道” ,奏请逮捕。元帝虽念及其

父丙吉旧恩 ,减轻处罚 ,但仍要免其官 、夺其邑[ 1]
(第 3149 页)。东汉桓帝时期 ,韩演任司隶校尉 ,举奏沛

相具恭“脏罪”[ 3](第 2522页);朱寓任司隶校尉 ,举奏河东太守单安 、河内太守徐盛“脏罪”[ 4](第 429 页)。

具恭乃中常侍具瑗之兄 ,单安 、徐盛分别是中常侍单超 、徐璜之弟。具瑗 、单超 、徐璜在当时可以说盛极

一时 ,而两任司隶校尉都敢于举奏 ,具瑗甚至为此丢掉了东武阳侯印绶[ 3]
(第 2522 页)。当然 ,如前所述 ,

有些时候 ,基于某种需要 ,对待官员的贪婪 ,作为一国之君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甚而喜其贪婪而

不喜其清廉 ,但那是“家天下”观念下的人性扭曲 ,这里不作探讨 。

司隶校尉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第二个职能是对危害社会治安的盗窃 、抢劫等犯罪行为的抓捕 。有

两种情况:

第一 ,对盗取园陵器物的犯罪行为的抓捕 。园陵就是皇帝的陵墓及其所在的苑囿 。汉朝法律对园

陵诸物的保护极为严格 ,对待盗窃者的处罚也是极其严重的。据载 ,在诸陵所在地盗伐一棵柏树都要

“弃市”(也就是杀头)
[ 5]
(第 4235 页),可想而知 ,汉朝统治者对陵寝的保护程度。其实 ,汉统治者是通过

陵寝这样一种形式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权威 ,盗取园陵器物当然就会被视作对皇权的冒犯与亵渎 ,当然

也就不可容忍了 。文帝对盗窃高庙座前玉环者要“族之”[ 1](第 2311 页),武帝时丞相严青翟因有人“盗发

孝文园瘗钱”而引咎自杀
[ 1]
(第 2643、2646 页),都是因为此类盗窃行为与皇帝的“九五之尊”连在一起的缘

故。司隶校尉作为京师重要监察官 ,抓捕盗陵者更是义不容辞。史载桓帝延熹年间 ,京师有游侠“盗发

顺帝陵 ,卖御物于市 ,市长追捕不得” ,当时的尚书令周景以诏书“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对诘 ,雄伏于廷答

对 ,景使虎贲左峻顿头 ,血出覆面 ,与三日期 ,贼便擒也”
[ 3]
(第 1539 页)。

第二 ,对抢夺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进行抓捕。抢夺他人财物指的是采用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实施抢

劫。东汉有两则史料值得重视 。一则就是司隶校尉段颎捕杀苏不韦一事 。当时苏不韦的罪名有二:其

一 , “不韦前报暠事 ,以为暠表治谦(不韦父)事 ,被报见诛 ,君命天也 ,而不韦仇之” ;其二 , “不韦多将宾客

夺舅财物” 。二罪并一 ,段颎“遂使从事张贤等就家杀之”
[ 3]
(第 1109 页)。虽然第二条罪名是段颎唆使他

人诬告的 ,但毕竟说明这一条罪名在司隶校尉的监管范围内 ,而且还表明司隶校尉对犯罪分子拥有直接

处置权。二则是司隶校尉阳球抓捕劫持人质而强求财物的不法分子。当时太中大夫桥玄的小儿子十

岁 ,独自在门庭玩耍 ,“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 ,入舍登楼 ,就玄求货”
[ 3]
(第 1696 页)。时任司隶校尉的阳球

率河南尹 、洛阳令前往解救。虽然未能救出桥玄的儿子 ,但犯罪分子当场被诛杀 ,表明司隶校尉不但有

抓捕这类犯罪分子的权力 ,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采取非常手段制止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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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司隶校尉以上的抓捕行为甚至直接惩治的权力已经超过监察权限的最初含义了 ,如果要定义

司隶校尉的这种权力 ,用逮捕惩治权应该更确切些 。稳定京畿地区的社会秩序是司隶校尉设立的初衷

之一 ,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 、人身安全是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重要内容 。谢承的《后

汉书》有载:公孙晔为司隶校尉 ,“时京兆门早开晚闭” [ 6](第 120 页),讲的就是司隶校尉在京畿地区的工

作做得有条有序 ,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维护了京畿地区的正常统治秩序 ,也就保证了封建国家经济生活

的正常化 。在这样的前提下 ,司隶校尉所拥有的逮捕惩治权其实起着威慑作用 ,保证了司隶校尉监察权

的“行之有效”。

司隶校尉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第三个职能是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与监管 。这也有三种情形:

第一 ,关注官员生计 ,慰问百姓疾苦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 ,南阳太守杜诗病死 ,身为司隶校尉的

鲍永上书言“诗贫困无田宅 ,丧无所归” ,皇帝为此下诏“使治丧郡邸 ,赙绢千匹”[ 3](第 1097 页)。这是司

隶校尉对官员生计的过问 。而慰问百姓疾苦更是司隶校尉的职责所在 。西汉末年 ,刘秀为司隶校尉曾

遣下属冯异 、铫期“抚循属县”“存鳏寡”
[ 3]
(第 640 页)。战乱之际 ,作为司隶校尉能做到这一点 ,这不单单

因其任职者是后来的东汉开国之君 ,更重要的还是司隶校尉的责任所在。和帝末 ,鲁恭上书指责司隶校

尉“托言劳来贫人 ,而无隐恻之实”[ 3](第 879 页),从侧面进一步告诉我们司隶校尉不仅仅是监察官员 ,而

且还有着类似于地方长官的权限与义务 。

第二 ,向郡国传达有关百姓生计的诏令 ,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汉承秦制 ,地方行政制度主要是郡县

二级制 ,郡级行政单位较秦朝增加不少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控 ,汉设部刺史 ,将全国分成若干区域 ,由

各刺史监察 ,这是武帝元封四年的事。之后 18年 ,即征和四年 ,中央又设司隶校尉掌监察 ,京畿七郡遂

成为其监察的地域主体。随着部刺史 、司隶校尉渐渐走向正规 ,中央下达给地方郡国的指示就逐渐由部

刺史 、司隶校尉转达了 ,殇帝时诏敕司隶校尉 、部刺史“二千石长吏其各实核所伤害 ,为除田租 、刍稿”[ 3]

(第 198 页);桓帝时诏司隶校尉 、部刺史 “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 [ 3](第 299 页)。传达中央政令的

同时 ,也就监督着政令的具体执行情况 ,史料虽无明确记载 ,但从司隶校尉监察官员的身份上看 ,应该是

不言而喻的。

第三 ,监管人员往来 ,关注交通建设 。司隶校尉与交通的联系 ,史无明文记载。但从司隶从事可为

他人“封过所传”[ 4](第 491页)、司隶校尉受诏对待流民“欲归本郡 ,在所为封长檄” [ 3](第 209 页)一类记载

看 ,司隶校尉至少在交通上拥有一定的管制权力 。这是其一 。其二 ,司隶校尉对交通建设的关注 ,著名

的《司隶校尉杨孟文颂》清清楚楚地做了记述:“深执忠伉 ,数上奏请” ,指的就是东汉时司隶校尉杨孟文

数次上书请求重修古道之事 ,结果“百僚咸从 ,帝用是听” ,褒斜石门得以重开。因而后人刻石记其功:

“上顺斗极 ,下达坤皇 。自南自北 ,四海攸通 。君子安乐 ,庶立悦雍 ,商人咸憘 ,农夫永同 。” [ 7](卷 8)司隶

校尉杨孟文的请求能够实现应该源于他的正直与坚持 。司隶校尉对交通建设的关注当然与其交通管制

权有一定的关联 ,但这种关注能够带来效应 ,使得南方与北方可以互通有无 ,使得中央与地方联系加强 ,

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杨孟文的个人因素。法治社会 ,制度管人;人治社会 ,则是人管制度。个人品性

好的官员可以依循制度发挥积极的作用 ,个人品性不好的官员则会破坏制度造成消极影响。

二 、司隶校尉对汉代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

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影响 ,由其职能而来。而这些职能的拥有是与其监察权限分不

开的 ,但又远非其监察权限所能覆盖得了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很多职能实际不是严格意义的监察职权所决定的 ,而是汉

代国家官制发展中官员执掌不明确 、分工不清晰造成的 ,它说明汉代政府官员职责专门化程度之低 。所

以我们在认可司隶校尉的有所作为的同时 ,应该有所保留 。司隶校尉的积极作为并不能说明其事权混

杂的现象是好现象 ,如果分工明确 ,各负其责 ,司隶校尉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可以通过不同机构的官员

个体来实现 ,既能提高工作的效率 ,又可避免权力集于一人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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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司隶校尉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尤其是“劳来贫民” ,已经不能算作监察权限了 ,而且这种关注据

笔者掌握的史料看 ,均出现在东汉 ,这说明司隶校尉的权力在东汉有变化 ,这种变化是与东汉司隶校尉

监察的地域范围逐渐固定有关 。在京畿七郡成为其固定的监察区域后 ,司隶校尉衍生出一种新的权

力———社会事务管理权 ,就是这一权力使得司隶校尉更多地关注民生 ,进而导致其监察职能越来越混

乱 ,也就越来越违背其设置初衷。监察官员不能很好地执行自己的监察权 ,反而更多地插手自己监管的

行政领域 ,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汉刺史走的就是这样的轨迹 ,但司隶校尉权责特殊 ,他在东汉没有完

成向行政官的转化 ,并非说明其事权混杂不成问题 ,而是中央监察官的身份制约了他 ,也与其监管的地

域之特殊息息相关。

第三 ,司隶校尉的很多作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尤其在东汉后期宦官得势之际 ,司隶校尉阳球 、司

隶校尉朱寓纠举宦官集团首要人物不遗余力 ,表明司隶校尉个人品性大多是良好的 ,人治社会下 ,这是

吏治公平的关键 。当然一个社会仅靠个人的品性来运作 ,显然是不科学的 ,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 ,但对于封建社会而言 ,统治者能注意到官员自身品性的重要还是值得肯定的 。

第四 ,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为能否取得积极效果 ,虽与司隶校尉任职者自身品性有

很大关系 ,但我们也不该忘记司隶校尉的设置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也就是说 ,如果司隶校尉纠

举内容与皇权安危紧密相连 ,那么司隶校尉的纠举就能成功 ,甚至可以直接逮捕惩治 ,皇帝也不会怪罪;

相反 ,即便有个别司隶校尉胆识兼备 ,但在皇权压力下 ,也只能“不胜愤懑”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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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 ,甚至自身还会受到降职处分 。从这一点上讲 ,不论司隶校尉担当者出类拔萃与否 ,也只是维护封

建社会统治的一个工具 ,他的主观能动性是要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 。因此 ,对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生

活中的作用应辩证地分析 ,一分为二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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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jiaowei' s Accomplish and Effect in
Han Dynasty' s Economic Life

Wang Erchun

(Schoo l o f History and Culture , Hebei No rmal Univ ersity , Shijiazhuang 050091 , Hebei , China)

Abstract:In Han Dynasty' s country economic life , Silixiaowei' s accomplish w as related to supervise

authority , but the supervise authori ty couldn' t cover all his accomplish , therefore we shouldn' t ignore it' s

latent abuse w 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whose active ef 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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